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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回弹效应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
调节作用*

——基于生产网络内生调整视角

陈占明　陈子豪　马健洪

内容提要：能源回弹效应是影响能效提升实际节能效果的核心因素，本文从

生产网络内生调整视角研究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潜在

影响。通过构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能源效率的生产网络一般均衡结构模

型刻画理论传导机制，并结合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校准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

现：（1）部门能效提升在生产网络中产生超出部门本身的宏观影响，通过结构效应

和规模效应引起回弹现象，价格传导与经济结构内生调整在过程中发挥核心作

用；（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扩大成本冲击和改变网络结构特征系统影响能效

冲击传导并改变回弹效应；（3）生产网络结构和低替代弹性特征使得中国化石能

源回弹效应表现出明显的“超级节能”现象，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高回弹效应从而

弱化了节能效果，各部门结构特征差异导致明显的异质性结果。本文研究表明，

在推动重点领域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并充分利用回弹“溢出”效应的同时，通过

配套政策调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潜在影响，对于中国加速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

系、稳妥推进“双碳”目标落实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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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对中国而言，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

速，但以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 80% 以上，①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

是主体能源（林伯强，2022；张赟懿等，2025）。高比例的化石能源在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与稳

定供应的同时，贡献了 90% 以上的表观碳排放（Ma et al.， 2024）。因此，提升化石能源利用

效率是当前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张希

良等，202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

要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此前，中国从技术创新和政策调控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化石能源效率提升（邵帅等，2022），

通过推广清洁高效燃煤技术等高效技术设备加速重点行业节能改造。随着数字技术的蓬

勃发展，能源管理体系加速数字化转型为提升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注入新动能。然而，由于

存在回弹效应（Rebound Effect），能源效率提升的实际节能效果可能受到更广泛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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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能源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而偏离预期水平（Jevons， 1865；杨冕等，2022）。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依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

减排机制。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应对气候问题的核心政策工具，其重要性和价值正逐渐在全球

各国的气候治理实践中得到体现。2011年开始，中国先后在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

北、重庆以及福建八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并于 2021年 7月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通过总量调控、市场配置加速减排目标落实，优化环境资源配置。作为全球温室气体

覆盖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机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履行大国

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相关重要文件多次强调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

要意义。2025年 3月，钢铁、水泥和铝冶炼行业正式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实现首次扩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

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有计划分步骤扩大实施范围、扩展参与

主体，到 2027年实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的目标。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其建设发展势必对经济

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林鹏昇和李硕，2024）。已有研究系统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降低

碳排放（段玉婉等，2023）、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孙传旺等，2025）、缓解能源贫困（何可等，

2023）等方面的可能影响。特别地，波特假说指出环境规制可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提升

效率（Poter & Linde， 1995；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对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相关研究表明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增加企业研发资本与人员投入（曹翔和苏馨儿，2023）、提升企业绿色

生产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胡珺等，2023）、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温慧愉等，2024），并可能通

过生产网络产生创新溢出效应（余典范等，2023；屠西伟和张平淡，2025）。这些研究表明碳

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欢欢和吴骁骏，2025）。然而，相

关研究尚未充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能效提升核心目标——能源节约的潜在影响。

通过施加排放成本改变经济主体对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反应和能效冲击的传导过程，碳排

放权交易政策可能干预能源回弹效应而对能效提升的实际节能效果产生潜在影响。

提升化石能源利用效率与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

低碳转型的关键举措，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现象

及其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交互机制，对于科学评估减排政策效果、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

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了包含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源效率

和部门间生产网络的一般均衡结构模型，基于内生生产网络思想深入探究部门外生能效

提升引起回弹效应的传导机制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能效冲击传导过程的调节作用。同

时，基于中国经济数据校准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深化对中国化石能源回弹现象及

其结构性来源的理解，厘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能效提升过程的外部性影响。

对回弹效应的关注起源于“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即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利用

效率提升可能引起资源需求上升而非下降。回弹效应一般定义为能源效率提升预期节能

量与实际节能量之差占预期节能量的比例（Sorrell & Dimitropoulos， 2008），其大小衡量预期

节能效果被引起回弹的各种因素所抵消的程度，综合反映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引起的经济系

统主体行为变动。回弹效应因其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议题。

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回弹效应的测度、形成机制分析与经济影响评估（Huntington， 2024）。就

研究方法而言，依托计量方法估计回弹效应的研究大多以能源服务的效率弹性及其替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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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别回弹效应（Sorrell & Dimitropoulos， 2008），但这种识别依赖于严格的假设且难以刻画

回弹现象的传导机制（李海鹏等，2022）。作为测度回弹效应最常用的多部门分析模型，可

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提供了关于回弹效应整体幅度与不同渠道相对贡献的重要见解

（Lutz et al.， 2022）。然而由于模型求解过程的“黑匣子”特性（倪红福，2022），通常难以对回

弹效应的实际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为更好理解回弹效应的发生机制以有效调控其影

响，一些研究通过构建宏观模型对回弹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探究（Böhringer & Rivers， 
2021）。Lemoine（2020）构建了包含多种消费品和能源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基于模型解

析解对能效提升的回弹效应进行清晰解释。然而，上述宏观模型对生产过程的刻画忽略了

经济的生产网络结构，从而系统性低估了微观冲击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与宏观影响。

部门生产过程依赖初始投入要素和各种中间品投入。随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部

门间通过中间品投入产出关联形成的生产网络联系日益复杂（黄益平等，2024）。生产网络

使得单一部门冲击不仅作用于部门自身，更会通过网络联系传导、扩散至其他部门，引起经

济系统性变动并产生显著的宏观效应（Acemoglu et al.， 2016）。Acemoglu et al.（2012）在

Long Jr & Plosser（1983）等在早期研究基础上提出生产网络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以探讨微观冲

击的宏观影响，通过系统引入中间品投入与多部门结构以真实刻画现代经济各部门间错综

复杂的投入产出关联。生产网络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已逐渐发展为研究经济波动（黄益平等，

2024）、产业政策（Liu， 2019；傅春杨等，2025）、财政政策（齐鹰飞和 Li Yuanfei，2020）等诸多

经典问题，以及供应链中断（Acemoglu & Tahbaz-Salehi， 2024）、服务业增长（程大中等，

2024）、贸易关税（Baqaee & Farhi， 2024）等热点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

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相关研究揭示了生产网络联系在微观冲击传导扩散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得益于其在结构视角方面的独特优势，生产网络分析正日益成为理解中国经济转

型的重要框架（刘维林，2022；聂海峰等，2025）。回弹效应本质上反映部门能源效率提升所

引起的宏观经济总能耗降低对部门自身局部节能量的偏离，与生产网络分析关注微观冲击

的宏观影响高度一致。本研究将生产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化石能源效率提升问题的探

讨，为理解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化石能源回弹问题与绿色转型政策潜在影响提供新的见解。

本文拓展 Blackburn & Moreno-Cruz（2021）的分析框架，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引入模型，

从内生生产网络视角理解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过程的影响。生产网

络内生化是生产网络分析方法的纵深发展方向之一，相关研究从供应链搜寻匹配、投入技术选

择等视角探究生产网络联系的内生形成机制与动态调整（Acemoglu & Tahbaz-Salehi， 2024）。

在内生生产网络视角下，部门间网络结构随政策和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而调整，从而更加有效

地刻画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以及外生冲击或政策变动对经济主体最优选择与经济结构的影

响（Acemoglu & Azar， 2020；王贤彬和郑希恬，2024）。本文将内生生产网络思想拓展至化石能

源回弹效应分析，以深化对能效冲击传导过程的理解并准确刻画回弹效应传导机制。此外，本

文进一步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系统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通过创新性地刻画价格网络和产出网络，本文进一步明确价格传导机制在能效冲击

传导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丰富了关于价格是生产网络冲击传导核心机制的认识（Acemo‐
glu & Azar， 2020；余典范等，2023）。具体而言，本文将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机制

分解为结构回弹与规模回弹，并系统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过程的影响。研究表

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施加的排放成本会干预化石能源效率提升时生产侧与消费侧的最

优选择调整过程，通过扩大成本冲击与改变网络结构特征影响结构回弹和规模回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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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改变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在生产网络内生调整视角下，化石能源回弹效应与碳排

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效果内生于部门间价格、产出的相互关联与经济系统的结构调整过

程，由经济系统的网络结构与替代弹性特征共同决定。

最后，本文结合中国经济数据校准模型，首次在反事实框架下识别量化了中国各部门

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与机制贡献，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效应的系统

性影响及其所带来的隐性减排成本。量化结果表明，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表现出“超

级节能”特征，经济结构调整在回弹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通过降

低规模回弹、提高结构回弹，最终引起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普遍提高，进而削弱节

能效果。其中，能源部门承担绝大部分节能损失。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1）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引入生产网络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从生产网络内生调整视角，系统探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与该过程中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回弹效应的研究，同时丰富了理解环境规制政策

外部性影响的研究思路，为多部门情境下探究政策冲击、技术进步的传导机制与交互影响

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2）创新性地刻画生产网络结构中的价格网络和产出网络，进一步

明晰生产网络中的冲击传导过程，丰富对内生生产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思想的理解；

（3）基于投入产出数据与结构计量方法校准模型，提供关于中国化石能源回弹效应、传导

机制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外部性影响的实证量化结果，厘清其传导机制贡献与结构性来

源。这不仅有效推进了生产网络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实践的结合与应用，而且加深了对

中国经济回弹现象的认识，为针对性地设计与调控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结构模型并分析竞争均衡结果；第三部分从理

论层面揭示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机制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潜在影响；第

四部分基于中国经济数据校准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模型构建

本研究通过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能源效率拓展了经典的生产网络一般均衡结构

模型（Acemoglu et al.， 2016；Baqaee， 2018）。模型中存在代表性家庭、各部门代表性生产厂

商以及政府三类经济主体。家庭提供包含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初始投入要素以获取

要素收入，并消费各部门产品获得效用（黄益平等，2024）。本文关注外生能源利用效率提

升的短期影响，假设初始投入要素总量恒定。①代表性厂商使用中间品和初始投入要素进

行生产。政府对初始投入要素征收固定税率的生产税并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同时以一

次总付形式将生产税收入转移给家庭并保持收支平衡。本文假设厂商和家庭均为价格接

受者，且初始投入要素自由流动（Acemoglu et al. 2016；程大中等，2024；傅春杨等，2025）。

（一）生产侧

假设经济中包含 N 个异质性产品部门（e，2，…，N），其中部门 e 代表化石能源产品部

门，各部门生产活动由本部门代表性厂商进行。②部门 i 使用初始投入要素 vi 和中间投入

品 xji ( )j = e，2，…，N 进行生产。各部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生产，其生产函数为常数

①　本文聚焦于短期的回弹效应传导机制分析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潜在影响，在短期内假设要素总量恒定

相对合理。然而在长期，要素总量增长是回弹效应的重要成因之一（Böhringer & Rivers, 2021），同时资本设备等投

入要素属性变动可能内生影响能源效率与回弹效应，将模型拓展至长期以纳入要素动态是后续重要的研究方向。

②　为简化表述，后文统一使用“部门 i”指代部门 i代表性厂商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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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弹性（CES）形式，即：

yi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η

1
σi
i v

σi - 1
σi

i + ω
1
σi
ei ( )ϕei xei

σi - 1
σi +∑

j = 2

N

ω
1
σi
ji x

σi - 1
σi

ji

σi

σi - 1
（1）

其中，σi 为部门 i生产投入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参数 ηi 为部门 i的初始投入要素密集度。

参数 ωji 为部门 i的中间品投入技术系数，衡量部门 i生产活动对部门 j中间品的直接需求强

度。各部门技术系数 ωji 描述经济系统中部门间通过中间品形成的直接联系，构成基准经济

系统的生产网络结构（Acemoglu et al.， 2016），以 N 维方阵Ω表示（矩阵第 j 行第 i 列元素为

ωji）。特别地，参数 ωei 衡量部门 i 对化石能源服务的直接需求强度。化石能源服务 xsi =
ϕei xei，其中 ϕei 为部门 i 生产过程中的化石能源利用效率。部门 i 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体

现为 ϕei 的提高。对于给定的化石能源服务投入量，能效提升使得部门化石能源实物投入需

求降低，从而实现节能。为刻画能效提升对各部门实物化石能源投入 xei 的影响，构建基于

实物化石能源投入的生产网络 Ω*（Blackburn & Moreno-Cruz， 2021），其元素 ω *
ji 满足 ω *

ji =
ì
í
î

ϕσi - 1
ei ωei ， j = e

ωji            ， j ≠ e
。其中化石能源所在行各元素 ω *

ei 反映部门 i 的实物化石能源投入系数，而

对于非化石能源中间投入品（j ≠ e）所在行，矩阵Ω* 与Ω元素相同。

考虑到我国初始投入要素市场存在的配置扭曲，本文参考 Fu & Wang（2024）和郭凯明

（2025），在生产侧引入与初始投入要素相关的生产税。任意部门 i 使用初始投入要素 vi 需

向政府额外缴纳税金 τi wvi，其中 τi 为外生给定的部门生产税税率，当 τi < 0 时体现为初始

投入的成本补贴；w 为内生决定的要素市场价格。除生产税之外，要素市场不存在其他摩

擦。由于初始投入要素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同部门间将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

价格 w。然而由于生产税税率的差异，各部门使用初始投入要素的实际成本不尽相同。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处于建设初期，主要覆盖电力、水泥、钢铁等碳排放密集

部门，且配额分配以免费发放为主。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初期的免费配额发放有助于

缓解企业短期压力，帮助其更好适应碳排放约束制度。同时，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不断完善，更多行业将逐步被纳入覆盖范围。为刻画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特征并更加有

效贴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践，①假设任意部门 i持有给定数量的免费配额 Ā i，同时政

府持有部分有偿配额 ĀG。配额短缺企业购买配额实现清缴，盈余企业在碳市场出售配额，

与政府共同构成配额供给方。在本文模型框架中，初始免费配额的分配不影响企业边际

决策（Coase， 2013），为此不失一般性地假设部门间免费配额配置由政策外生决定，这种处

理简化了对免费配额分配的细节探讨，以聚焦于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冲击对回弹效应

的影响。结合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本文假设企业和政府将配额收益用

于碳市场配套制度建设与运营维护支出。②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指出，有序扩大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到 2027 年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

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②　2024年 2月 4日，国务院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根据政策导向，政府支出重点聚焦于碳市场的制

度建设与运维管理，具体涵盖交易全流程监管、登记结算等市场基础设施服务，重点单位年度排放核查，市场价格调控，以

及相关技术服务机构培育，等等。企业支出则主要体现为遵从市场规制而产生的履约合规成本，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监测

与核算的成本投入与委托服务支出，参与配额登记与交易的费用支出以及企业内部碳资产管理的运营成本，等等。这种

处理简化对收益再分配的具体路径探讨，同时确保了模型的宏观闭合，使研究得以聚焦于碳价格信号的核心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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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代表性厂商根据其边际减排成本与市场碳价格内生决定其碳排放水平，并购

买或出售其碳排放量与所持有的免费配额间的差额，这使得各部门厂商面临额外的碳排

放成本或收益。此时，各部门代表性厂商的生产总成本为：

costi = wvi +∑
j = e

N

pj x ji + τi wvi + pA ( Ei - Ā i ) （2）
其中 pj 为各部门产品市场价格，wvi +∑j = e

N pj x ji 为初始投入要素与中间品的使用成本，

τi wvi 为相应的生产税成本。Ei 为部门 i代表性厂商的碳排放总量，其排放源于生产过程的

化石能源使用 xei，
①即 Ei = θei xei，其中 θei 为部门 i 化石能源投入的直接排放系数，各部门化

石能源使用方式的差异意味着直接排放系数存在部门差异，且这种差异体现相同碳价格

下各部门化石能源投入面临的异质性额外成本。( Ei - Ā i )为部门 i超出免费配额以外的配

额需求量，pA 为市场碳价格，从而 pA ( Ei - Ā i )反映部门 i碳排放量超出免费配额的额外成本

（马广程等，2024）。当厂商实际碳排放水平低于持有的免费配额总量时，表现为配额盈

余。由于一般均衡模型中价格均为相对价格，设定碳价格以化石能源价格 pe 作为计价单位

（King et al.， 2019；王欢欢和吴骁骏，2025），即 pA = ζpe。本文通过外生参数 ζ 变化探究碳排

放权交易政策对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潜在影响（段玉婉等，2023），此时，代表性厂商在碳

价格信号下内生调整其生产与排放活动，政府调整其设定的配额总量限制以实现对应碳

价格水平上的配额市场出清。②
（二）消费侧

经济中的消费行为由代表性家庭进行，假设家庭固定提供
-V 单位初始投入要素供应厂

商生产活动使用并获得要素收入 C = w-V，均衡要素价格 w 由要素市场决定。除要素收入

外，家庭获得来自政府的一次总付形式的生产税相关转移收入 T =∑i = e

N τi wvi。家庭在预算

约束下消费各部门产品以最大化其效用。假设效用函数为常数替代弹性（CES）形式，即：

U ( )ce，c2，…，cN = ( )∑
i = e

N

β
1
σ
i c

σ - 1
σ

i

σ
σ - 1

（3）
其中，σ 为不同消费品间的替代弹性，βi 为家庭对部门 i 产品的消费偏好参数。ci 为部

门 i产品的消费量。家庭预算约束为：∑i = e

N pi ci = C + T。

（三）竞争均衡

经济的竞争均衡由 E= { p，w，y，V，X，c }刻画，其中 N 维列向量 p为各部门产品均衡价

格向量，w 为初始投入要素的均衡价格。对于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不失一般性地标准化

w = 1（Acemoglu et al.， 2016）。y为各部门产出向量，对应各部门均衡初始投入要素向量 V

与中间投入矩阵 X。代表性消费者在总收入约束下选择最优消费组合 c以最大化效用，各

部门代表性厂商在生产技术约束下选择最优投入结构以最大化利润。产品市场、要素市

场 和 配 额 市 场 均 达 到 出 清 状 态 ，即 ：yi =∑j = e

N xij + ci ( i = e，2，…，N )，-V =∑i = e

N vi，以 及

∑i = e

N Ei =∑i = e

N Ā i + ĀG。政府的转移支付保持预算平衡，即：T =∑i = e

N τi wvi。

①　忽略水泥、电石等部门产品生产时的过程排放。根据 Ma et al.（2024）的数据，2020 年中国表观碳排放中过

程排放占比约 8.27%。

②　这一处理基于 Weitzman（1974）的经典分析，即在完全信息和确定性模型框架下，价格目标和总量目标的环

境规制政策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使得本研究有效聚焦于碳市场价格信号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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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均衡结果

本文余下部分参考 Baqaee（2018）和 Blackburn & Moreno-Cruz（2021）等研究，假设各部

门具有一致替代弹性（σi = σ），①通过解析解系统揭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效应的潜

在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1. 均衡价格

各部门产品均衡价格满足：②

pi = ( )ηi w 1 - σ
i +∑

j = e

N

ω *
ji p1 - σ

ji

1
1 - σ

， i = e，2，…，N （4）
其中 wi = ( )1 + τi 为部门 i 使用初始投入要素的实际成本价格。中间投入的成本价格

pji = ì
í
î

ïï
ïï

( )1 + ζθei pe ，  j = e

pj                              ，  j ≠ e
。各部门使用非化石能源投入（j ≠ e）的实际成本价格为产品均衡

市场价格，化石能源投入的使用面临碳成本（ζθei pe）。式（4）表明生产网络中各部门产品均

衡价格为所有投入实际成本价格的加权平均值，不仅取决于初始投入要素密集度及其成

本价格，还取决于部门自身与各部门的中间品关联及各中间品实际成本价格。

均衡产品价格的矩阵形式为：p1 - σ = Γ + Ω *'
p p

1 - σ，其中 p1 - σ 代表对向量 p各元素进行（1 -
σ）维指数运算，向量Γ各元素为 ηi w 1 - σ

i ，反映部门产品市场价格构成中的初始投入要素成本。

定义Ω *
p 为价格网络矩阵，刻画各部门产品价格的直接关联，其化石能源投入所在行各元素为

ω *
1 - σ，ei = ( )1 + ζθei

1 - σ
ω *

ei。其他投入所在行的元素与生产网络矩阵Ω* 相同。除直接联系外，

部门产品价格还通过价格网络形成间接联系。为全面刻画生产网络中部门价格的完全联系，

引入逆矩阵M p =  ( )I - Ω *
p

-1
，其元素 m 1 - σ，ij反映部门 i与部门 j通过价格网络形成的完全联系。

此时各部门产品的均衡价格满足：p1 - σ = M'pΓ。③
2. 均衡产出

各部门均衡产出满足：

yj =∑
i = e

N ( ω *
-σ，ji p-σ

j pσ
i yi ) + βj p-σ

j

C + T
p1 - σ

h

 ， j = e，2，…，N （5）
其中，ω *

-σ，ji 为局部产出网络矩阵Ω *
y 的元素，④其化石能源投入所在行各元素为 ω *

-σ，ei =
( )1 + ζθei

-σ
ω *

ei，其他行的元素与矩阵Ω*相同。ph = ( )∑j = e

N βj p1 - σ
j

1
1 - σ

为消费价格指数，C + T为

家庭名义总收入。式（5）表明部门产出间的实际直接联系由Ω *
y 和价格体系共同决定，化石能源

效率提升等外生冲击不仅通过直接改变网络矩阵Ω *
y 影响部门间产出联系，同时通过改变相对

①　该设定确保模型存在解析解，以充分刻画外生能效冲击与政策冲击在生产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及其结构性

影响因素（Liu & Tsyvinski, 2024）。此外，受限于弹性估计方法与数据，分部门的替代弹性估计存在较大困难（倪红

福，2022），生产网络相关的多部门研究普遍采用各部门一致替代弹性的模型设定（Blackburn & Moreno-Cruz, 2021；
程大中等，2024）。这种简化并不实质性地影响机制分析，并能够更加清晰地刻画冲击传导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②　模型相关推导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③　因篇幅所限，对均衡价格的进一步分析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④　将Ω *
y 定义为局部产出网络，原因在于Ω *

y 对部门产出关联的刻画并未纳入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其仅提供

了对产出关联的局部描述。在后文理论分析部分，我们定义了产出网络 Ω˭，描述考虑一般均衡价格时的部门产出关

联，并进一步分析了二者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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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体系对产出联系产生间接影响。进一步，部门均衡产出向量 y满足：pσ⊙y = M yβ (C +
T ) pσ - 1

h 。其中，⊙为矩阵的哈达玛积（Hadamard Product），代表矩阵对应位置元素相乘；逆矩阵

M y =  ( )I - Ω *
y

-1
，其元素m-σ，ij反映部门 i与部门 j通过局部产出网络形成的完全联系。①

三、 理论分析

在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经济体系中，部门层面的微观冲击将沿生产网络传导扩散，产

生超出冲击部门本身的宏观影响（Acemoglu et al.， 2016）。本研究重点考察不同部门外生

化石能源效率提升冲击对经济整体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以此识别能效提升过程中的回

弹效应。②本文将提升化石能源效率（ϕei）的部门称为源部门（Source Sector）。源部门 ϕei 的

提高直接降低其生产过程对实物化石能源的需求，并进一步通过网络关联传导扩散至各

部门，改变经济整体化石能源需求并引起回弹效应。理论分析重点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

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所实现的实际节能效果与回弹效应机制；二是在能效提升冲击下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效应的调节作用。

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与冲击传导路径取决于经济的网络结构。为此，本部分首先对

经济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刻画，并分析源部门能效提升对经济系统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

然后，进一步分析生产网络视角下能效提升的实际节能与回弹效应机制。最后，基于回弹

效应机制分析，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如何影响能效提升冲击的传导过程及其对回弹效

应的调节作用。

（一）网络特征刻画

均衡结果表明，在生产网络视角下各部门产品均衡价格由生产过程中隐含的初始投

入要素价值所决定。隐含要素需求综合反映生产网络经济中部门的要素需求特征，本研

究参考 Blackburn & Moreno-Cruz（2021）对网络中心性的定义，并结合 Liu（2019）对补贴和

市场缺陷的处理，定义需求中心性（Demand Centrality）：D = M'pΓ。向量 D中各元素反映部

门作为要素需求方对初始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较大的需求中心性表明部门生产活动通

过生产网络结构对初始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较高。在生产网络经济中，任意部门 i的需求

中心性（Di）由其对初始投入要素的直接需求以及通过中间品投入产生的间接要素需求共

同决定，如图 1（a）所示。其投入产出含义为部门单位产出中所隐含的对初始投入的完全

需求，即 Di = ηi w 1 - σ
i +∑j = e

N ω *
1 - σ，ji D j。

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和碳价格等因素内嵌于矩阵Ω p 而对各部门需求中心性产生潜在影

响。改变某一部门初始投入要素需求的外生冲击在生产网络中传导扩散至经济整体，改

变各部门投入结构并引起需求中心性变动。任意部门需求中心性的下降反映其生产过程

对初始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减弱，在生产网络视角下这种变化综合反映经济系统整体的

投入结构变动。对于标准化的要素价格，均衡价格满足 p1 - σ = D，需求中心性的变动引起

部门产品均衡价格水平的变化。

①　因篇幅所限，对均衡产出结果的解读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②　尽管本文在分析中聚焦于化石能源的回弹效应，但是通过调整能源投入直接排放系数 θei 的参数设置，相关

分析能够有效推广至非化石能源（θei = 0）或者总能源（θei 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直接排放系数的加权平均值）的

回弹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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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需求中心性和供给中心性示意

注：为便于理解与图示，示意图中假设经济仅包含 i、j、k 三个生产部门，虚线连接代表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联。

图 1（a）中，从初始投入要素（
-V）指向各部门的实线反映生产部门对初始投入要素的直接需求。图 1（b）中，从各部门

指向最终消费整体的实线反映代表性家庭对各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费需求。

给定经济的最终消费规模，各部门均衡产出水平由最终消费中所隐含的对该部门产品

的完全需求所决定。定义供给中心性（Supply Centrality）：S = M yβ。这一网络特征刻画最终

消费整体通过局部产出网络对各部门产品的完全需求程度，反映各部门产品对于保障经济

整体消费的重要性。由于部门间通过中间品相互联系，任意部门 i供应最终消费的重要性不

仅取决于其作为最终产品对代表性家庭消费活动的直接供给，还取决于家庭对其他部门产

品的消费所引致的生产活动所隐含的间接供给。在该生产过程中部门 i产品作为中间品使

用，如图 1（b）所示。供给中心性的投入产出含义为单位最终消费整体所隐含的对部门产品

的完全需求，即 Si = βi +∑j = e

N ω *
-σ，ij S j。在不存在能源效率冲击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冲击的

基准情境下，供给中心性与多玛权重（Domar Weight）等价。任意部门 i的多玛权重 λi为部门 i
销售额与经济总 GDP的比值，衡量部门 i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程度（Hulten，1978；程大中等，

2024），较高的多玛权重意味着对部门的冲击将对经济整体产生更强的影响。

源部门 i化石能源效率提升会降低其实物能源投入系数 ω *
ei，直接改变部门 i的需求中心

性和部门 e 的供给中心性，并通过生产网络的传导扩散引起各部门生产网络中心性特征的

完全变动。当 σ < 1时，①源部门能效提升会降低各部门的需求中心性和供给中心性。前者

表明各部门生产过程对初始投入要素的依赖相对降低而更多依赖于整体效率提升的中间

品投入，后者意味着经济整体对部门产品的完全需求强度下降。网络特征的变化反映了源

部门能效提升对生产网络结构的直接冲击在传导扩散后对经济系统产生的整体影响。

（二）化石能源回弹效应传导机制分析

为刻画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回弹现象，定义回弹效应为能源效率提升的预期节能

量与实际节能量的差异占预期节能量的比例（Sorrell & Dimitropoulos， 2008），即：

RE = 1 - Saveactual

Saveexpected

（6）
其中 Saveactual 和 Saveexpected 分别为能效提升的实际节能量与预期节能量。回弹效应（RE）

的大小直接反映预期节能效果被回弹现象所抵消的程度。从取值范围来看，RE ∈ (0， 1) 意
味着回弹效应的存在部分抵消了预期的能源节约，但能效提升仍然降低了经济整体的能

源消耗；RE < 0 表明存在“超级节能”（Super Conservation）现象，即能源效率提升引起的实

①　因篇幅所限，能效提升影响各部门网络特征的详细分析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此外，基于本文替代弹性

的估计结果，若无特殊说明，下文分析均默认设定 σ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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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节能量超过预期节能量；RE > 1 时表明存在“回火”（Backfire）现象，此时能效提升反而引

起能源需求增加。

源部门 i 外生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预期节能量为源部门保持化石能源服务（xsi =
ϕei xei）投入量不变时的实物化石能源投入的减少量，满足：

Savei，expected = ( )- ∂xei∂ϕei

|xsi Δϕei = xei

Δϕei

ϕei

（7）
其中，Δϕei 为源部门化石能源利用效率的边际提升。该结果表明，源部门能效提升的

预期节能量与能效提升幅度成正比，这一预期节能效果又称为工程估计（Engineering Esti‐
mate）节能量（Lemoine， 2020）。在生产网络视角下，源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通过部门关

联引起经济整体的系统性变化，最终改变化石能源消耗总量与实际节能效果，其实际节能

量满足：Savei，actual = - ∂ye∂ϕei

Δϕei。
①

本研究表明，源部门外生的化石能源效率提升一方面直接降低部门本身的化石能源

需求强度并改变局部产出网络（Ω *
y），另一方面以成本冲击形式通过价格网络（Ω *

p）的传导

扩散改变均衡价格体系，引起更广泛的厂商投入和家庭消费行为调整，内生改变经济的产

出网络结构与消费结构，最终对经济整体化石能源隐含需求强度产生系统性影响。此外，

能效提升冲击作为技术进步引起初始投入要素的跨部门流动与重新配置，这一过程改变

家庭实际总收入水平和最终消费规模，与结构变动引起的能源需求强度变化共同解释了

经济整体化石能源消耗水平的变化。在冲击传导过程中，外生冲击引起的价格变动与传

导是生产网络结构和消费结构内生调整的核心机制（Acemoglu & Azar， 2020；余典范等，

2023），本文基于内生生产网络思想对化石能源回弹效应机制进行详细刻画。

将刻画均衡产出的式（5）重写为：

yj =∑
i = e

N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

ω *
-σ，ji( )pj

pi

-σ

yi + βj( )pj

ph

-σ
C + T

ph

 ， j = e，2，…，N （8）
源部门 i外生的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降低 ω *

-σ，ei，引起源部门化石能源需求强度和局

部产出网络Ω *
y 的直接变动。局部冲击通过生产网络得以强化，最终反映为逆矩阵M y 所刻

画的完全联系变动。这一过程降低经济整体对化石能源产品的完全需求强度，推动均衡

化石能耗下降。

此外，源部门化石能源需求强度的局部下降降低其生产成本，这种成本冲击通过价格

网络传导扩散引起一般均衡价格体系变动，并最终导致各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和经济结

构的内生调整。部门 j产品均衡价格变动满足如下条件：
∂ ln ( pj )
∂ ln ( )ϕei

= - De

Dj

ω *
1 - σ，ei m 1 - σ，ij （9）

直观来看，源部门 i 化石能源需求强度的下降在局部均衡范围内降低其边际成本，由

于部门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该过程将推动源部门产品价格降低（体现为 De ω *
1 - σ，ei）。

由于部门间通过中间品相互关联，部门 i 产品价格的下降将作为成本冲击传导至下游部

门，降低其边际成本和产品价格，并进一步向下游部门的需求部门传导扩散。成本冲击的

①　由于市场出清，经济主体对部门产品的总需求等于各部门均衡产出，因此，源部门能效提升所引起的化石

能源部门总产出降低即为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实际节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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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扩散过程最终收敛于价格网络的逆矩阵 M p 所刻画的完全影响，即对于任意部门 j 而
言，源部门 i能效提升成本冲击对其边际成本和产品均衡价格的冲击幅度由 De ω *

1 - σ，ei m 1 - σ，ij

描述。这一过程引起各部门产品均衡价格的非对称下降，改变经济的均衡价格体系。价

格是生产网络中冲击传导的核心机制（Acemoglu & Azar，2020；余典范等，2023），均衡价格

体系的变动内生改变厂商和家庭的最优选择，并引起产出网络与消费结构的内生调整。

基于式（8）右侧第一项，均衡价格体系的变动将激励厂商调整其对不同中间品的需求，引

起部门间产出网络关联的内生调整。定义产出网络 Ω˭，其元素 ω˭ ji反映部门 i与部门 j产出间的

直接联系，满足：ω˭ ji = ω *
-σ，ji( )pj pi

-σ

。不同于局部产出网络Ω *
y，产出网络 Ω˭在一般均衡视角下

刻画部门产出间的直接联系，冲击引起的均衡价格变动不改变部门局部产出关联，然而部门间

的实际产出联系由于价格传导和厂商生产投入内生调整而随之改变。①源部门 i化石能源利

用效率提升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起广泛的产出关联内生调整，反映为相对价格对任意部门间

产出关联 ω˭ ji的影响。能效提升对部门间产出关联的总冲击由矩阵 Ω˭的系统性调整所体现。

对于消费侧，式（8）右侧第二项表明源部门能效提升通过价格传导改变家庭最优消费

选择结构与实际购买能力，并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对转移支付的影响改变家庭总收入规

模。家庭消费结构随价格冲击的内生调整由向量 β˭的变动所反映，其元素 βj( )pj ph

-σ

显示

家庭将更偏向于消费价格相对降低的最终产品。 C˭ = ( C + T ) ph 为通过消费价格指数调

整后的家庭实际总收入，反映家庭对消费品的实际购买能力。源部门外生能效提升作为

技术进步提高家庭要素收入水平（Fu & Wang， 2024），同时，与生产税相关的转移收入由于

厂商投入结构的调整而随之变动，进一步影响家庭总收入水平。

内生生产网络视角下考虑外生能效提升冲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均衡产出满足：y = M˭β˭C˭，

其中逆矩阵 M˭ = ( )I - Ω˭ -1
。该式刻画了各部门实际产出、生产网络结构和家庭最终消费之间

的系统关联。源部门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直接冲击和价格传导机制改变经济主体最优选

择，最终导致产出网络结构（Ω˭）和消费结构（β˭）的系统性调整，反映出最终消费整体对各部门

产品完全需求强度的结构性变动。这种结构调整与能效提升引起的实际总收入（C˭）变动，共

同解释了化石能源效率提升时经济整体的实际节能量及其与预期节能量的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回弹效应分解为由结构调整引起的结构回弹效应以及由总

量规模变动引起的规模回弹效应，并将结构回弹进一步分解为由局部产出网络调整驱动

的直接结构回弹，以及由经济结构内生调整引起的内生结构回弹，②即：

①　特别地，对于传统投入产出分析中完全互补的列昂惕夫假设（σ = 0），矩阵 Ω˭与矩阵Ω *
y等价，即价格变动引

起的产出关联变动被完全忽略。由价格变动引起的产出网络内生调整是生产网络一般均衡模型区别于传统投入产

出分析的核心特征之一。

②　Blackburn & Moreno-Cruz（2021）将回弹效应分解为价格效应、乘数效应和规模效应，本文在该研究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对回弹效应的机制分解和理解。从总机制来看，本文引入政府财税行为和环境规制政策扩展了对回弹

效应的分析框架。从分解方式来看，Blackburn & Moreno-Cruz（2021）基于偏微分方法对实际节能量和回弹效应进

行分解，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分解与回弹效应传导机制的经济学含义并不对应甚至存在冲突。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价

格作为生产网络中冲击传导的核心机制，其变化无法从其他回弹机制中独立分离，因此，其分解出来的乘数效应和

规模效应本身仍包含部分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关注回弹现象背后的真实传导过程，在内生生产网络视角下明确

回弹效应的发生机制并据此进行结构化分解。特别地，本文认为在回弹效应发生过程中价格机制是能效冲击传导

扩散引起经济结构内生调整的底层传导机制，无法独立于结构调整和总量规模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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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σ - 1 m-σ，ee

直接结构回弹

+
            
σ ( )1 + ζθei m 1 - σ，ie

Se

Si

内生结构回弹

结构回弹Str_re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σ Se∑j = e

N é
ë

ù
û

ηj( )1 + τj

-σ
m-σ，je

∑j = e

N é
ë

ù
û

ηj( )1 + τj

-σ
Sj

规模回弹Sca_rei

（10）
该式给出了源部门 i 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及结构回弹和规模回弹机制的解析解，①明确

揭示了能效冲击的传导路径及回弹效应的结构性影响因素，为深入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

策对回弹效应的潜在影响以及后文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基础。

（三）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排放成本内生化部门生产过程的排放外部性，这种成本结构

的变化干预能效提升时经济整体结构的内生调整过程与总收入变动，最终改变能效提升

的实际节能量和回弹效应。本部分重点揭示基准情境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扩大成本

冲击和改变网络结构特征对回弹效应传导机制的系统性影响。

1. 对结构回弹的影响

直接结构回弹本质上源于经济整体通过局部产出网络对化石能源依赖程度（Se）的下

降，其最终影响由替代弹性与化石能源部门的完全自需求系数（m-σ，ee）所刻画。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降低化石能源部门通过生产网络联系对自身产品的完全需求强度，削弱直接结

构回弹的影响，即：
|

|
|
||
|∂m-σ，ee∂ζ

ζ = 0
= -σmee∑j = e

N θej ω *
ej m je。其中，mje 代表逆矩阵 M=（I-Ω*）-1 的

第 j 行第 e 列元素。当 σ < 1 时，直接结构回弹为负，此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引起的直接结

构调整降低实际节能量并提高回弹效应。其提高幅度取决于基准情境下的化石能源完全

自需求系数 mee 和参数 δm =∑j = e

N θej ω *
ej m je。前者表明，化石能源部门对自身产品的完全需

求强度越高，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其的削减幅度越大。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持

续推进和 mee 的下降，其通过减小 m-σ，ee 而提高回弹效应的效果将逐渐减弱。对于后者，经

济特征参数 δm 反映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作用于各部门化石能源使用相关的直接排放

（θej ω *
ej）而与化石能源部门产生的完全关联，综合反映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下化石能源部门

在生产网络结构中所面临的实际排放成本压力。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内生结构回弹的影响满足如下结果：
|

|

|

|

|
||
|
|

|

|

|∂σ ( )1 + ζθei m 1 - σ，ie

Se

Si∂ζ

ζ = 0

= σ
λe

λi

mie

é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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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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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θei + ( )1 - σ δm - σδS( )mee

λe

- 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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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中，λi 为基准情境下部门 i 的多玛权重，参数 δS =∑j = e

N θej ω *
ej λ j 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对各部门化石能源相关排放（θej ω *
ej）的直接影响通过多玛权重的加权结果，反映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冲击幅度。经济结构内生调整的核心激励源于各部门产品价格的

差异化变动。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施加的排放成本扩大源部门能效提升的直接成

本冲击幅度并强化价格联系 m 1 - σ，ie，通过价格网络提升化石能源价格的下降幅度，并进一

步提高内生结构回弹。直接排放系数 θei 刻画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扩大源部门成本冲击的

①　因篇幅所限，对该式及结构回弹和规模回弹机制的详细解析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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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影响。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引起各部门供给中心性的非对称下降，给定对经

济整体的冲击幅度（δS），与化石能源部门相对联系（mje λj）较强的部门供给中心性下降更

为明显。当化石能源部门供给中心性降幅高于源部门时，内生结构调整引起的实际节能

量较预期节能量提高，从而降低内生结构回弹。

2. 对规模回弹的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碳排放成本改变能效提升时要素配置结构的调整过程和转移

支付，对规模回弹的影响满足如下结果：

|

|

|
||
|
|
|∂ ln ( )Sca_rei

∂ζ
ζ = 0

= σδS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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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ïï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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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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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δm （12）

能效提升时各部门供给中心性的下降幅度决定了要素再配置结构及家庭实际收入水

平的提升幅度。式（12）右侧第一项反映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各部门供给中心性的直接冲

击。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高各部门化石能源投入的使用成本并通过网络关联传导引起中

间品普遍的价格上涨，降低厂商生产过程对中间品的依赖程度。这一过程降低各部门供

给中心性，引起实际总收入更大幅度提高，进一步增强规模回弹效应。由于化石能源部门

供给中心性决定规模回弹的整体大小，其供给中心性的下降将削弱规模回弹的整体幅度，

σδS mee λe 刻画了这一额外影响。

源部门能效提升时各部门供给中心性的下降幅度取决于部门与化石能源部门的完全

产出关联（m-σ，je）程度。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弱化各部门与化石能源部门的产出联

系，间接削弱各部门在面临源部门能效提升冲击时供给中心性的下降幅度。这种间接影

响降低家庭实际总收入的提升幅度与相应的规模回弹，如式（12）右侧第二项所示。对各

部门供给中心性的总间接影响由 σδm 所刻画，即规模回弹下降的幅度取决于替代弹性与化

石能源部门在生产网络结构中所面临的实际排放成本压力。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效应的部门异质性影响最终体现在对内生结构调整过程的

差异化影响。源部门 i 化石能源投入直接排放系数（θei）越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效

应的提升越显著，这表明部门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碳排放权交易

政策引起的回弹提升，确保能效提升的预期节能效果有效达成。

四、 模型校准与量化分析结果

本节首先使用中国经济数据校准模型，随后基于校准后的模型量化分析部门外生

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传导机制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作用。在量化分

析过程中，本文将无外生能效冲击（ϕei = 1）且未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ζ = 0）的经济

设定为基准情境，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评估源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如何引致经济对

基准情境的系统性偏离，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对该过程的潜在影响。

（一）模型校准

1. 结构参数校准

在生产网络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经济中各部门代表性厂商的技术系数与家庭消费

偏好等参数刻画经济的结构特征，同时也是决定外生冲击发生时经济主体行为响应的关

键参数。投入产出表蕴含丰富的经济结构信息，本文参考 Baqaee（2018）、Blackb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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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no-Cruz（2021）以及 Fu & Wang（2024）基于 2020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校准模型结构参数

ωij、ηi、τi、βi，同时结合中国分部门碳排放清单（Ma et al.， 2024）校准部门排放参数 θei。
①

2. 替代弹性估计

替代弹性的大小决定经济主体在外生冲击下的行为响应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结构调

整，同时也是本文量化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调节作用的核

心参数。本文参照傅春杨等（2025）采用结构计量估计方法，结合中国各部门中间品—产

品成本份额数据估计替代弹性，②以确保参数更加真实、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独特的要素替

代特征。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后续分析中设定替代弹性 σ = 0.129。
（二）中国经济化石能源回弹效应

本部分识别并量化能效冲击的传导机制，揭示经济结构调整在冲击传导中的关键作

用以及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异质性特征。

1. 回弹特征与结构性来源

基准情境下，中国经济各部门边际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如图 2 所示。结果显

示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均显著低于零，表现出明显的“超级节能”特征。以部门化石

能源消耗占比为权重计算得到经济生产侧平均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约为-0.32，即生产侧化

石能源利用效率每提升 1%，实际节能约为生产侧总化石能耗的 1.32%。上述量化结果表

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实际节能效果超出预期，各部门化石能效提

升在降低部门本身化石能源投入需求的同时存在明显的正向节能溢出效应，相关能效投

资政策设计与效果评估中应充分考虑这一回弹特征。

图 2　基准情境下各部门边际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及回弹机制分解

机制分解结果表明，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超级节能”特征主要源于直接结构回弹的

主导影响。如图 2 所示，直接结构回弹约为-1.47，其影响显著强于规模回弹（约为 0.07）与

内生结构回弹（均值约为 0.02）。生产网络结构强化源部门能效提升的直接冲击，最终通过

①②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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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结构回弹显著降低经济整体对化石能源的需求。直接结构回弹幅度由化石能源部门

的完全自需求系数（m-σ，ee）刻画，后者综合反映生产侧对化石能源投入的依赖程度。对中

国经济而言，由于化石能源的能源主体地位，经济整体对化石能源投入的依赖程度较高，

基准情境下 m-σ，ee 约等于 1.69，从而直接结构变动通过网络效应所引起的负回弹趋势显著

强于其他回弹机制。与之相比，规模回弹为正但其影响远低于直接结构回弹。此外，由于

较低的替代弹性限制了厂商和家庭对价格变动的响应和经济结构内生调整，绝大多数部

门能效提升的内生结构回弹效应明显弱于规模回弹和直接结构回弹。

2. 经济结构调整与部门异质性特征

为进一步刻画经济结构调整在回弹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本文引入弗罗贝尼乌

斯范数（Frobenius Norm）（下文简称“F-范数”）度量能效冲击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动幅度。①
理论分析表明，源部门能效提升通过直接影响和价格传导引起经济结构调整。直接

影响体现为局部产出网络Ω *
y 的变动。假设化石能源部门本身（部门 e）化石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 15%，②其直接引起 ω *
-σ，ee 系数下降约 11.5%，而对其他部门化石能源投入系数不产生

任何影响。这种局部影响通过生产网络得以扩散和强化，表现为逆矩阵M y 较基准情境的

系统性变动。以 F-范数衡量的 M y 直接变动约为 Ω *
y 直接变动的 3.01 倍，表明生产网络显

著放大直接结构冲击，这一过程强化能效提升的直接结构回弹效应。

源部门能效提升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起更广泛的产出网络变动与家庭消费结构调

整。与直接影响仅限于源部门不同，能效冲击通过价格网络的传导扩散改变均衡价格体

系，并引致各部门投入结构的内生调整。这一过程进一步引起部门间产出网络的普遍变

动（体现为矩阵 Ω˭相对于Ω *
y 的系统性变化）。量化结果显示，③价格传导机制使得各部门

间的产出关联程度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地，由于化石能源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

各部门与化石能源投入的直接关联程度出现明显提高（平均涨幅约为 0.96%），同时化石能

源部门对其他部门中间品的投入系数显著下降（平均幅度约为-0.92%）。

尽管如此，较低的替代弹性使得经济主体对价格变动的响应较弱，基准替代弹性（σ =
0.129）情境下价格传导机制所引起的产出网络结构内生调整幅度仅为直接结构变动的

5.22%。对于较高的替代弹性（σ = 0.5），量化结果显示内生结构调整的整体幅度显著强于

基准替代弹性情境，各部门间产出网络关联内生调整的平均变动幅度约为基准替代弹性

情境下的 3.74 倍，消费结构调整幅度约为基准替代弹性情境下的 4.09 倍。此时，价格传导

机制引起的内生结构调整对产出网络系统性变动的贡献显著增强，达到直接结构变动的

36.07%。

不同替代弹性下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特征如表 1 所示。随着替代弹性的提高，各部门能

效提升的整体回弹效应显著上升。其中，由产出网络直接变动所引起的直接结构回弹幅

度随替代弹性提高出现明显下降。当 σ = 0.9 时，其影响降低至基准弹性情境的 11.56%，

同时伴随内生结构回弹效应的大幅提升。因此，尽管规模回弹随替代弹性的提高有所下

①　对于任意矩阵 A ∈ ℝn × m，其 F-范数 A
F
定义为 A

F
= ∑i = 1

n ∑j = 1
m || aij

2
；其中 aij 为矩阵 A元素。F-范数

衡量矩阵的整体大小；对于能效冲击前后的网络结构矩阵之差，其 F-范数反映冲击引起的网络结构变动幅度。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以降低 13.5% 为目标，折算为以单位能耗 GDP 代表的能源效率提升约为 15.6%。

③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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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但整体回弹效应仍呈上升趋势。从结构调整视角，能效提升引起的产出网络直接变动

幅度随替代弹性提高而下降。由于厂商和家庭对相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增强，此时产出网

络内生调整幅度显著提升并最终超过直接结构变动的影响，这一特征同时反映在消费结

构内生调整幅度的大幅提升上。

表 1 不同替代弹性下的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特征  
替代弹性

回弹效应特征

回弹效应机制

结构调整

整体回弹效应

不同源部门

能效提升

直接结构回弹

内生结构回弹

规模回弹

直接结构变动

内生网络调整

直接结构变动

消费结构内生调整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σ = 0.1
-0.39
-0.45
-0.28
0.03

-1.52
0.01
0.03
0.07
1.03
0.03
0.77

σ = 0.129
-0.32
-0.40
-0.19
0.04

-1.47
0.02
0.04
0.07
1.00
0.04
1.00

σ = 0.3
0.06

-0.13
0.38
0.09

-1.18
0.04
0.09
0.05
0.81
0.13
2.35

σ = 0.5
0.51
0.19
1.04
0.16

-0.84
0.07
0.16
0.04
0.59
0.30
3.98

σ = 0.7
0.97
0.52
1.70
0.22

-0.51
0.10
0.22
0.02
0.36
0.69
5.64

σ = 0.9
1.42
0.84
2.36
0.28

-0.17
0.13
0.28
0.01
0.12
2.68
7.36

注：整体回弹效应为各部门能效提升回弹效应以部门化石能源中间消耗占比加权得到的均值结果，反映经济整

体能效提升时的回弹效应。冲击引起的结构调整幅度通过 F-范数进行衡量，此外结构调整的直接结构变动和消费

结构内生调整幅度均以基准替代弹性（σ = 0.129）下的调整幅度进行标准化，以直观反映弹性变动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价格传导机制对部门间产出关联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但对于

较低的替代弹性，产出网络和消费结构的内生调整幅度有限，从而导致其对回弹效应的整

体提升效果较弱。与之相反，能效冲击所引起的产出网络直接变动在低弹性经济中通过

生产网络结构得以放大，并发挥主导作用降低化石能源需求和回弹效应。这一定程度上

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存在较低的化石能源回弹效应。

内生结构回弹的差异解释了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部门异质性特征。特别地，化石能

源部门的内生结构回弹显著高于其他部门，这一结果源于其较高的完全价格关联

（m 1 - σ，ie）。事实上，化石能源部门自身的化石能效提升直接降低其产品价格，而其他部门

的能效提升首先引起本部门产品价格下降，随后经由价格网络传导至化石能源部门而间

接降低其产品价格。这一结果给出了以往研究中能源部门回弹效应较高的本质原因

（Lemoine， 2020）。

（三）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

本部分首先基于校准后的模型量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随后探究不同碳价格情境下回弹效应的变动及其实际节能影响。

1. 影响机制量化

基准情境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回弹效应各机制的边际影响如图 3 所示。结果显示，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降低规模回弹而提高结构回弹，其净影响表现为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

效应的普遍提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在加速降碳减排的同时，通过增强回弹效应而

削弱生产侧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节能效果，这构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隐性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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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各机制的边际影响

量化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家庭总收入增长的间接影响超过直接影响，最终

抑制能效提升时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并降低规模回弹效应。通过削弱各部门对化石能源投

入的依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高直接结构回弹而强化能效提升的回弹效应。直接结构

回弹的提升幅度约为规模回弹下降幅度的三倍，这解释了为何各部门回弹效应会普遍提

高。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增强内生结构回弹，且对不同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

解释了其对回弹效应的部门异质性影响。图 3 显示受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影响较大的部门

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以电力热力部门（No.22）、化石能源部门（No.2）、金属加工部门

（No.12）与非金属矿采选部门（No.4）等上游部门为代表。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No.32）、公

共管理部门（No.33）和研究和试验部门（No.31）等服务业部门所受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

于，这些工业部门的化石能源直接排放系数（θei）较高，同时作为核心上游部门与化石能源

部门联系紧密。因此，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会显著扩大其能效提升的成本冲击以及由此导

致的化石能源价格下降，最终导致内生结构回弹更大幅度提高。

2. 反事实经济结构调整与实际节能效果

对于受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影响较大的工业部门，内生结构回弹的变动幅度超过直接

结构回弹变动幅度，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增强了价格传导机制所引起的经济内生

结构调整。表 2 展示了不同碳价格情境下，化石能源部门 15% 的能效提升通过直接冲击和

价格传导所引起的经济结构调整。

表 2 不同碳价格情境下的经济结构调整  
碳价格情境

无

100 元/吨
200 元/吨
500 元/吨

产出网络变动

直接结构变动

1.00
1.03
1.06
1.18

内生网络调整

1.00
1.73
2.74
5.57

内生网络调整

直接结构变动

0.05
0.09
0.13
0.25

消费结构内生调整

1.00
1.03
1.74
4.23

注：结构调整幅度通过 F-范数衡量，产出网络变动和消费结构内生调整幅度均以基准情境调整幅度进行标

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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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结果显示，经济结构调整幅度随碳价格上升而显著提高。由于碳排放权交易政

策强化能效冲击，源部门能效提升所引起的产出网络直接结构变动幅度随碳价提高而增

强。当碳价提升至 500 元/吨时，直接结构变动幅度较基准情境提高约 18%。碳排放权交

易政策显著强化了经济结构的内生调整，500 元/吨碳价情境下产出网络和消费结构内生调

整幅度分别为基准情境的 5.57 倍和 4.23 倍。此外，由内生调整引起的产出网络变动幅度

达直接结构变动效果的 25%，显著高于基准情境的 5%。这表明随着碳价格提高，价格传导

机制和经济结构内生调整在回弹过程中的重要性将随之增强，这将进一步增强能效提升

的回弹效应。①
为进一步量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调节回弹效应对实际节能量的影响，考虑基准情

境下的反事实节能量。②各部门化石能源效率分别提升 15%，在碳价格为 500 元/吨的反事

实情境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各部门实际节能效果的影响如图 4所示。柱高反映基准情境

的实际节能比例，其中浅色区域对应各部门反事实节能量 ΔEc
i，深色区域为碳排放权交易政

策导致的实际节能量损失 ΔEb
i - ΔEc

i。根据图 4（a），回弹效应强化各部门能效提升的节能

效果，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高回弹效应而削弱各部门能效提升的实际节能效果。

图 4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各部门节能量影响的反事实结果

注：图 4（a）中的节能比例为各部门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15% 所引起的实际节能量占部门自身化石能耗的比

重；图 4（b）中的节能比例为相同情境下实际节能量占生产侧总化石能耗的比重，反映部门绝对节能水平和节能贡献。

①　因篇幅所限，不同碳价情境下各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②　对于给定的化石能源效率提升幅度，源部门能效提升的实际节能量 ΔEb
i 由部门实际能耗和部门回弹效应决

定，即 ΔEb
i = xb

ei (1 - REb
i ) Δϕei ϕei，其中，xb

ei 代表基准情境下部门 i 的化石能源消耗量，REb
i 衡量能效提升前后状态变

化过程中的平均回弹效应。为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所引起的节能量变动，基于存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情境的反

事实回弹效应 REc
i 计算各部门能效提升的反事实节能量，即 ΔEc

i = xb
ei (1 - REc

i ) Δϕei ϕ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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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节能比例来看，图 4（b）显示，基准情境下生产侧各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 15% 的

累计节能量约为生产侧总化石能耗的 16.71%，碳价为 500 元/吨的反事实情境下累计节能

比例约 16.40%，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削减约 0.32 个百分点的实际节能效果。这一节能损

失超过文化教育卫生部门（No.32）的基准节能量，约为金属加工部门（No.12）基准节能量的

56%。

对于相同比例的能效提升，图 4（b）显示，化石能源部门（No.2）、化学产品部门（No.10）、

交通运输部门（No.26）、电力热力部门（No.22）以及金属加工部门（No.12）等能源密集型部

门的节能贡献较大，但同时因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引起的回弹效应上升而承担更多的节能

损失。从节能损失量来看，部门 2 与部门 22 由于本身能耗较高，且部门回弹效应提高幅度

较大，其节能量下降最为显著。而部门 4 与部门 13 尽管回弹效应提升幅度较高，但由于其

本身能耗较低，节能损失仍较为微弱。以上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化

石能源和电力热力能源部门的回弹效应削弱生产侧能效提升的实际节能效果。在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建设过程中，以化石能源和电力热力为代表的能源部门面临较强的潜在负面

影响，其部门能效投资节能收益显著下降，从而承担绝大部分由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引起的

隐性减排成本。

为有效落实节能降碳目标，中国着力推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化学产品以及交

通、建材等重点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①这些重点部门本身能效提升幅度将高于服

务业等其他部门。量化结果表明，这些部门回弹效应受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影响较大，且作

为化石能源密集型部门能耗水平较高，因此，其较高的能效提升幅度将放大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建设对经济整体节能量的负面冲击。针对性地调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重点行业的

排放规制力度，有助于提升重点部门的能效投资激励与实际节能效果，加速节能降碳目标

实现。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提升化石能源利用效率与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高度互联的现

代化经济体系中，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通过级联效应引起经济全局性调整，导致超出部

门自身的宏观化石能源需求变动并引起回弹效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价格信号干预

经济主体行为调整而对回弹过程产生系统性影响，重塑能效提升回弹路径与最终节能表

现。深入理解中国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现象及其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互机

制，对于科学评估减排政策效果、提升政策协同效率、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聚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背景下的化石能源回弹效应，从

生产网络内生调整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构建了包含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源效率和部门间生产网络的一般均衡结构模

型，基于内生生产网络思想，从理论与实证上深入探究部门外生能效提升引起回弹效应的传

导机制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能效冲击传导过程的调节作用。理论分析结果表明：（1）部门

①　《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国发〔2024〕12 号）强调要着力推进钢铁、石化化工行业、有色金属、建

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意见》指出要“大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

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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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效率提升在生产网络中产生超出部门本身的宏观影响，通过结构回弹与规模回

弹引起回弹效应，该过程中价格传导机制通过引起产出网络与最终消费结构的内生调整

发挥重要作用。（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扩大成本冲击并改变网络结构特征，系统性影

响生产侧与消费侧的最优决策调整过程并最终改变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在生产网络视角

下，化石能源回弹效应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效果内生于部门间价格、产出的相互关

联与经济结构的系统调整过程，其大小由经济的网络结构与替代弹性等核心特征共同

决定。

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结合中国经济数据校准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识别并

量化了中国各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回弹效应机制，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其的系

统性影响与隐性成本。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由直接结构回弹所

主导，表现出显著的“超级节能”特征，整体回弹效应约为-0.32，这一特征源于经济生产网

络对化石能源的高依赖程度以及生产投入的强互补性。化石能源部门的回弹效应因独特

的网络结构特征而显著高于其他部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降低规模回弹、提高结构

回弹引起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普遍提高。其中，上游工业部门的提高幅度显著大

于其他部门。回弹效应的提高削弱生产侧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实际节能效果，且以化石

能源和电力热力为代表的能源部门承担绝大部分节能损失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隐性成

本。作为节能降碳重点部门，能源部门化石能源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的下降或削弱其

绿色转型激励。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导向，并将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扩大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作为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本研究通过揭示中

国经济化石能源回弹现象的结构性特征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作用，为调控政策实

施中的潜在影响提供了学理依据。基于此，在当前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先立后破”原则，积极推动各部门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当前我国能源

结构转型持续推进，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化石能源仍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与稳定供应

的“压舱石”。提升生产部门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是贯彻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政

策支点与关键路径。本文研究表明，化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通过网络联系得以扩散强

化，在降低部门本身化石能源需求的同时，引起经济整体化石能源需求下降，从而产生系

统性节能减排效应。因此，立足我国资源禀赋与经济能源结构实际，提升化石能源利用效

率是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选择。一是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程。紧

扣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窗口期，以能效水平为基准，重点支持石油化工、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等上游高耗能行业开展系统性节能改造。依托绿色财税政策与绿色金融工

具，为企业先进节能降碳技术与装备应用提供财政贴息或税收抵免，对标行业能效标杆严

控新建项目，同时推动存量设施节能技术改造，从源头降低生产网络的能源消耗强度。二

是建立健全“能效领跑者”激励机制。在煤炭开采、火力发电等关键能源保供部门，遴选能

效水平领先的标杆企业，实施正向激励。在用能权指标核定、新增产能置换比例、绿色信

贷评级上给予“领跑者”企业倾斜，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引导落后产能加快技术升级或有序

退出，利用生产网络的乘数效应放大节能收益。三是推动能源管理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贯彻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依托智能传感、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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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重点用能单位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推动工业互联网和能效管理的深度融合，

为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挖掘节能潜力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科学稳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着力强化政策协同与制度保障。加

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积极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提升国家绿色发展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全面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

重大制度创新，全国碳市场建设在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降碳减排的同

时，也可能引起阶段性政策摩擦和结构性转型成本。本文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

过系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调整与能效冲击传导过程，加剧各部门化石能源回弹效应，削弱

微观主体的能效提升激励与实际节能效果。因此，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通过精细化的制度

设计对冲潜在转型阵痛，确保市场机制平稳运行。一是建立碳费返还与精准补偿机制。

针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能带来的隐性成本，同步配套实施差异化的配额抵扣、碳费返还

以及能效补贴政策。通过对重点领域的定向支持，确保其化石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

二是加强市场运行监测与动态评估。随着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推进和对化石能源依

赖程度的降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中的制度摩擦和隐性成本将相应减少。因此，应建

立长效的市场运行监测和动态评估机制。根据不同阶段的回弹效应特征，统筹推进制度

调整与过渡安排，确保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长期有效，切实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发挥更大制度优势。

第三，加速构建企业碳排放和产品碳足迹核算与管理体系，夯实“双碳”政策实施数据

基础。碳排放统计核算是落实“双碳”目标相关政策的重要支撑，是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平稳运行、科学制定能效政策、强化减排责任落实的基础性工作，为此应加快补齐

数据基础设施短板。一是加速推动碳足迹核算标准化进程。坚持系统谋划与分类施策并

重，加快构建覆盖全产业链、全过程、全主体的碳排放和碳足迹核算管理体系。坚持“急用

先行，稳妥推进”原则，优先推进钢铁、石油化工等高能耗、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

制定与推广应用，推动相关标准纳入国家标准体系和行业管理规范。二是推进产品碳足

迹在减排管理与绿色消费中的深度应用，积极探索构建基于碳足迹的政策管理体系。一

方面，依托碳足迹核算科学设定经济主体减排责任，引导企业识别产业链关键减排环节，

明确减排重点路径与技术改造方向。另一方面，依托产品碳足迹信息建立健全产品碳标

识认证制度，强化市场低碳导向，激励企业提升化石能源效率与节能降碳改造，同时对重

点行业加强绿色产品识别认证，鼓励政府及企业提高对低碳产品的采购力度，引导全社会

形成绿色消费理念与偏好，进一步提升企业能效提升的市场收益预期和转型积极性。三

是规范企业产品碳足迹信息披露与建立动态管理机制。通过碳足迹披露推进减排效果评

估科学化、透明化，提高政策运行的公众信任度和企业参与度，同时为金融机构识别绿色

项目、投放绿色信贷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第四，深化生产网络视角下的政策制定与评估思维，对网络节点实施差异化精准调

控。日益复杂的网络结构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单一节点冲击通过网络结

构传导扩散至其他经济主体并引起宏观经济系统性变动（Acemoglu et al.， 2012；程大中，

2024），这正是化石能源回弹效应的重要成因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调控冲击扩散的关键

路径。因此，政策调控应提升对经济系统结构性影响的关注程度。一是构建基于生产网

络的政策制定与评估体系。政策制定应注重识别网络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在制定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扩围或能效标准提升等政策时，需精准把握政策冲击在网络中的传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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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系统影响，提前预判部门政策冲击可能引发的经济系统性偏离，提升政策工具的系

统调控能力。二是优化价格传导配套政策，提升能效投资节能收益。本文研究表明，部

门能效冲击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起经济结构内生调整从而削弱节能效果。因此准确识

别价格传导机制的关键节点，通过配套价格调控与能效投资优惠政策干预成本传导链

条，有助于削弱回弹效应的不利影响，从而在激励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的同时，充分发挥能

效投资节能的效果。三是实施基于部门网络特征异质性的差异化监管与精准调控。鉴

于不同部门在网络地位及上下游联系强度上的显著差异，应避免“一刀切”式的管理模

式。对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应重点关注化石能源与电力等受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影响较大、处于网络关键位置的能源部门。针对其作为“能源供给保障支柱”与

“生产网络核心上游”的双重属性，采取双向策略：一方面，通过配套政策减缓碳排放权交

易政策带来的成本冲击，避免部门波动过大影响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强化节能改造的

正向激励，推进其低碳高效转型升级，依托生产网络溢出效应带动经济社会整体绿色低

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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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il Energy Rebound Effects and the Regul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Adjustments of Production Networks
CHEN Zhanming, CHEN Zihao and MA Jianhong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China will strive to peak carbon emissions by 2030 and achieve car‐
bon neutrality by 2060. In this context,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fossil energy and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 are key strategies for advancing the green transition. In an intercon‐
nected economy, sectoral fossil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trigger economy-wide adjustments through 
cascading effects, which alter fossil energy demand beyond the source sector and generate rebound effects. 
By imposing emission costs, the ETS reshapes economic agents’ responses to efficiency shocks, influencing 
rebound effects and final energy-saving outcomes. Understanding fossil energy rebound effects and their in‐
teractions with the ETS is crucial for policy evaluation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fossil energy rebound effects under China’s national ETS. We analyze the transmis‐
sion mechanisms of sectoral energy efficiency shocks and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adjustments of production networks. By developing a structur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
corporating ETS regulati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we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in‐
vestigat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rebound effects induced by exogenous sectoral fossil energy effi‐
ciency improvements, and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ETS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energy efficiency 
shocks.

Theoretically, sectoral fossil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trigger adjustments in the output network 
and the fin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via direct and endogenous price channels. These adjustments alter overall 
fossil energy demand intensity and cause structural rebounds. Meanwhile, as factor-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
ress,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reallocate primary inputs across sectors and raise household income, inducing 
scale rebounds. The ETS regulations, by imposing emission costs, intervene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djustments when fossil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s. This systematically influences structural and scale re‐
bounds by amplifying cost shocks and altering network structures.

Empirically, we estimate elasticities of factor substitution using structural econometrics and calibrate the 
model with China’s 2020 input-output data. We quantify rebound mechanisms and identify the ETS impacts 
within a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fossil energy rebound effects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direct structural rebounds, exhibiting a significant “super conservation” pattern with an overall 
value of −0.32. Sectoral heterogeneity mainly arises from differences in endogenous structural rebounds. The 
fossil energy sector exhibits notably higher rebound effects due to its unique position in the production net‐
work. The national ETS raises rebound effects by suppressing scale rebounds while amplifying structural re‐
bounds, especially in upstream sectors. This weakens energy-saving outcomes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with fossil energy sector as well as electricity and heat production sector bearing the majority of energy-
saving losses and the ETS’s implicit costs. 

The findings offer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the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the new before abol‐
ishing the old” should be upheld to promote fossil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Second, it is crucial to 
scientifically and steadily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ETS, an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policy co‐
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hi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s for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s and product carbon footprint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solidify the data founda‐
tion for implementing “dual carbon” policies. Fourth,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eepe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from a production network perspective,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and precise regulations 
for key network nodes.

The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aper integrates ETS regulations into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production networks, enriching the literature on rebound effects and the externalities of environmen‐
tal regulations. It provides a found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interaction of policy 
shock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setting. Second, it distinguishes the price network and out‐
put network, clarifying shock propagation processes in endogenous production networks. Third, by calibrat‐
ing the model with input-output data and structural econometric methods, it provides the first empirical quan‐
tification of fossil energy rebound mechanisms and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ETS regulations in China. These re‐
sult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bound phenomena in China and offer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argeted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tion policies.
Keywords: Rebound Effect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Fossil Energy; Production Networks
JEL Classification: D57, Q43, Q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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